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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加芬克尔著作的解读

李化斗

摘要: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大陆社会学界，对本土方法学本体论的解读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争

议。在行动 －结构维度上，加芬克尔的“形式结构”观以及从中提炼出的“亚结构”概念是对传统物

化结构观的重要改进，这一点已经被当代理论所认识和吸收。但在更为根本的个人 － 社会维度上，

目前对该学派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从其主体间性理论、对“规则”的理解以及核心概念“成员”的
内涵来看，该学派秉持了一种与主流社会学针锋相对的彻底个人主义立场。这一立场从渊源来看

是胡塞尔早期“唯我论”思想的修正和演化。但这一“反社会学”立场无力动摇主流社会学的地位，

其存在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与后者产生的张力和制衡促使其保持对自身知识生产风险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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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末以来，在中国大陆社会学界，本土方法学( ethnomethodology) 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有研究者指出，该学派是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 的主要理论基础( 赵万里，2000) 、社会建构

论的中坚力量( 苏国勋，2002) 以及社会学后现代主义转向的起点( 刘少杰，2014) 。然而，随着引介

工作的深入，研究者日益迫近一个相当基础且重要的理论难题，即本土方法学究竟是社会学主流传

统的颠覆者、继承者还是改良者? 此问题本质上是对本土方法学社会本体论的明确判定。
即使在西方社会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体现在西方学者对本土方法

学的不同态度上。一方面，当代新综合理论家如吉登斯( 2003 : 101 － 109 ) 、哈贝马斯( 2004 : 106 )
等人都极为重视和吸收本土方法学的理论洞见，其中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甚。另一方面，

科尔曼( Coleman，1968) 、科塞( Coser，1975) 、盖尔纳( Gellner，1975 ) 、亚历山大( 2000 : 201 － 202 )
等著名学者先后展开对该学派的激烈批评，并且如本土方法学家自己所承认的，即使在获得了相

当的发展之后，该学派也未完全获得主流社会学界的认可，始终徘徊在社会学的“郊区”( Pollner，
1991) 。

与西方学者的巨大分歧和争论相比，中国大陆学界对本土方法学的现有解读存在一个明显的

主导倾向，即认为该学派秉持了行动 －结构或个人 －社会维度上的综合立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

被视为当代新综合理论的先导( 李猛，1999: 81 － 84; 袁同凯、袁兆宇，2016 ) 。这无疑是一种相对安

全的理解方式，因为至少可以获得吉登斯等人著作的支持。但问题是，这种理解无法充分解释该学

派精神领袖加芬克尔( Harold Garfinkel) 当年明确提出的本土方法学与主流社会学之间“不可通约”
( incommensurable) 的立场( Garfinkel ＆ Wieder，1992) ，并且也难以解释为何在新综合趋势兴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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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天津市教委课题“常人方法学及其当代发展研究”( 20132814) 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人的

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大陆学界目前常见的译法是“常人方法学”。此译法有强调所有人( 包括专家在内) 都需借助“日常理性”

之意，但缺点是忽略了加芬克尔使用“ethno”前缀对群体独特性、秩序局部 /本土( local) 性、互动情境性的强调，在后

者意义上，笔者倾向于译为“本土方法学”。如果说在该词诞生初期，“常人”与“本土”两种涵义并存并构成了内在

张力，那么随着该词在实际使用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对“局部性”或“本土性”的强调最终占据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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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本土方法学仍保持其自身的强烈宗派性而未被同化的事实。
在上述意义上，对本土方法学的社会本体论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一、加芬克尔本土方法学的基本思想及其前后期的变化

( 一) 加芬克尔本土方法学的基本思想
“ethnomethodology”一词是加芬克尔于 1954 年前后创造的，本意是对特定群体独有的“方法

论”原则的研究，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扩展为对行动者实践过程的研究( Garfinkel，1968) 。
作为学派的创立者和精神领袖，加芬克尔的著作是理解本土方法学的首要文本，但在长达半个

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加芬克尔对学派性质和任务的明确界定却比较少见。较为明确的有两处: 在
1967 年的成名作《本土方法学研究》(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中，加芬克尔指出，“本土方法学

是对索引性表达和其他实践行动的理性属性的研究，这些理性属性是日常生活中有组织的巧妙实

践所进行的权宜性的和持续进行的成就”( Garfinkel，1984: 11) ; 在 2002 的《本土方法学纲领》中，加

芬克尔又提出，本土方法学的主旨是按照涂尔干的本意“社会事实的客观真实性是社会学的基本现

象”展开研究( Garfinkel，2002: 65 － 77 ) ，简言之，本土方法学是要回答“社会事实如何可能”这一

问题。
两种界定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其中都包含了强烈的反实在论和建构主义精神。
早期界定使用了语言学和逻辑学中的“索引性表达”概念作为立论基础。“索引性表达”指的

是一个语句的意义只有联系到某一具体的语境才可以确定，与之相对的“客观性表达”则指的是一

个语句的意义具有超情境性或者说客观性。加芬克尔认为，“索引性”应当是所有表达和行动的普

遍属性，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属性却没有带来理解和社交中的根本困难，行动者总是以某种具体

的方式赋予“索引性表达”以相对客观的属性。这一赋予客观意义的实践过程正是本土方法学的研

究对象。
尽管由“索引性表达”引申出的行动的“索引性”这一概念今天已经成为社会学中较为著名的

一个术语，加芬克尔后来却基本放弃了对它的使用。在 2002 年的界定中，作为立论基础的是主流

社会学奠基人涂尔干的核心概念———“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在涂尔干的界定中具有相对于个

人的外在性和强制性特征，需要被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 迪尔凯姆，1999: 12 － 38) 。但加芬克尔指

出，与主流社会学的理解不同，“社会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并不是涂尔干为社会学设定的不言自明的

前提，而是一种需要被解释的“基本现象”，社会学应当去解释“社会事实的客观真实性”何以可能，

这也正是本土方法学的任务。言下之意，本土方法学与涂尔干一脉相承。

( 二) 加芬克尔思想的前后期变化

上述两种界定最终都落脚于行动者的具体实践: 正是实践赋予了索引性表达以客观真实性，也

正是实践造就了社会事实的客观真实性。不过，在两种界定之间，加芬克尔思想有一个微妙且重要

的变化过程。
虽然在早期的界定中，“实践”已经被确定为本土方法学研究的焦点，但对何为“实践”加芬克

尔却缺乏明确的界定，而这几乎成为本土方法学所引发的所有争议和费解的渊薮。在笔者看来，

“实践”在《本土方法学研究》中实际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内涵: 一是指行动者不加反思并且作为行动

起点的先入之见，加芬克尔称之为“常识”或者在与帕森斯相近的意义上称之为“共享文化”
( Garfinkel，1984: 76) ; 二是指为了贯彻这种先入之见而采用的各种行动策略和行动过程。二者的

综合被称为“解释的证指法”( documentary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 ( Garfinkel，1984: 77) “日常态度

中的理性”( Garfinkel，1984: 269) 等。
加芬克尔对“实践”两种内涵的实际兼顾，特别是将“常识”作优先关注的做法以主流社会学的

立场来看，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综合”立场( 亚历山大，2000: 189 － 190 ) ，并启发吉登斯( 1998: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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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提出了“实践意识”和“结构二重性”思想。按照这种解读，此时的加芬克尔不仅继承了帕森斯

的思想，而且也是后来新综合理论的先驱。
但正如亚历山大( 2000: 201) 同时看到的那样，加芬克尔的这种综合立场仅仅是暂时的，在《本

土方法学研究》中，一种朝向个人主义的倾向已经开始显现。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章中，加芬

克尔进一步提出，社会秩序是“本土生产”( locally produced) 和“自然可说明的”( Garfinkel，Lynch ＆
Livingston，1981) ，并且本土方法学和主流社会学是两种不可通约的秩序理论: 主流社会学否认秩

序的自然存在，认为秩序只有通过特定的理论和方法论规则才可以被建构或发现，而本土方法学则

要在具体情境中追寻秩序的发生学起源( genetic origin) ( Garfinkel ＆ Wieder，1992) 。“发生学起

源”一词意味着加芬克尔与帕森斯以及当代新综合理论的根本区别。对后二者来说，由于有价值规

范、场域等社会结构的预先存在，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过程实质是社会的“再生产”; 而“发生学起源”
的意思是，秩序是在具体行动过程中、从零开始发生的，并不需要任何超情境的社会结构或秩序的

预先存在。《本土方法学纲领》一书体现了转变完成后加芬克尔对本土方法学的最终理解。此时的

加芬克尔更试图用秩序的“发生学起源”这一立场来颠覆或者重构涂尔干的思想也即主流社会学的

基础理论。
如果说秩序的“发生学起源”颠倒了主流社会学那里结构先于行动、社会先于个人的关系，那

么，社会还如何可能? 进而，社会学如何可能? 下文将从行动 －结构和个人 －集体两个维度对本土

方法学的内在逻辑进行解读。
不过，在这里需要对区分两个维度的做法作一补充说明。在主流社会学即涂尔干 － 帕森斯的

理论脉络中，行动 －结构和个人 －社会尽管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却往往可以不必加以区分，因为按

照主流社会学的立场，结构既具有独立于行动的客观性，同时也具有独立于个人的集体性或社会

性，反之亦然，即结构和社会往往是合一的。这一点典型体现在涂尔干对“社会事实”的论述中: 社

会事实是集体互动的产物，同时也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这些结构特征。帕森斯的“价值系统”、布迪

厄的“场域”也循此逻辑。但严格说来，主流社会学的这种看法并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因为行动 －结

构和个人 －社会两个维度本质上针对的是不同内容，从而存在两两交叉的可能性，其中较为常见的

可能是，既可以立足个人谈行动 －结构( 如心理学) ，也可以立足社会谈行动 －结构( 如马克思的阶

级斗争学说) 。两个维度的区分对本土方法学来说具有实质意义，因为下文将会证明，本土方法学

所说的“结构”并不自然地具有“社会”性。

二、本土方法学的结构观

在本土方法学之前，社会学上对“结构”大致有两种理解和使用方式: 一种是按照字面意义进行

的最宽泛界定，即“结构”是能对行动起制约或条件作用的各种要素( Scott，2006: 3) 。按这种宽泛

的理解，“结构”既可以是涂尔干和帕斯森意义上的超越个体的“社会事实”，也可以是结构主义那

里人类普遍的认知图式，或者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意识分层模式，甚至是从康德到胡塞尔的主体哲学

所探索的先验认知形式，等等。另一种是主流社会学对“结构”的理解，即“结构”等同于“社会结

构”，其涵义基本等同于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兼具对行动的制约性和超越于个体的集体性。
本土方法学的结构观与当时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主流社会构成了直接的对话关系。

( 一) 加芬克尔对“结构”的理解

加芬克尔本人并不排斥使用“结构”一词，但为其赋予了不同于主流社会学的新涵义。
在《本土方法学研究》中，通过著名的“夫妇谈话”实验，加芬克尔指出共同理解中包含某种“结

构”，但这种“结构”并非实质性的“常识”/“共识”，而是一种操作结构( operational structure) 。操作

结构是一种形式层面的属性，指互动双方都会设定 /假定对方的表达服从某种规则，并进而根据这

种假定的规则对对方表达的涵义进行推测; 互动双方是靠这种假定与推测模式，而不是实质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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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识来达成相互理解的( Garfinkel，1984: 31) 。
之后，在与萨克斯合著的文章中，加芬克尔改称“操作结构”为“形式结构”，并通过后者串联

起早期使用的一系列不同术语。实践的“形式结构”也就是为“索引性表达”赋予客观属性的方

法，是“对自然语言的精通”“注解”( glossing) 以及“成员方法”( Garfinkel ＆ Sacks，1970 ) 。值得注

意的是，为了强调本土方法学关注的是“形式结构”而不是“实质结构”，加芬克尔专门发明了一个

概念———“本土方法学无涉”( ethnomethodological indifference) 。这一术语指的是，本土方法学并

不关心被研究对象———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专家———表达或行动的“内容”，即不关心其价值倾向、
手段目的合理性、后果等等，而只关注其表达或行动在形式层面展示出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可复

制性的特征。
“形式结构”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本土方法学像人类学一样，致力于探寻全人类的共性，并且

“本土方法学”一词的起源的确与人类学有莫大的关系。这种倾向似乎与本土方法学对群体独特

性、秩序具体性和本土性的强调产生了矛盾，或者说，实践的“形式结构”与实践的“情境性”之间的

矛盾。这是一个尚未被本土方法学家自身和研究者所重视和探讨的问题。不过，如果这一矛盾能

被理解成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加芬克尔本人的立场是比较明确的，即本土方法学以揭

示秩序的“发生学起源”也就是具体性和特殊性为目标，而不以追求普遍化和形式化解释为目标。
加芬克尔提出并讨论实践的“形式结构”但并不以此为最终目的，毋宁说，在他看来，本土方法学的

目标是揭示这种“形式结构”的具体表现。当然，并不排除其他本土方法学家有反其道而行之的追

求———实际上，波勒纳对“世俗理性”( Pollner，1987) 的探讨已经体现了追求形式解释的倾向，但对

加芬克尔来说，本土方法学始终是一个彻底经验取向的流派，以发现和揭示新的经验内容为目标，

“形式结构”一词的意义在于提示和概括本土方法学的研究主题而非取代后者。

( 二) 希尔伯特和波勒纳对“结构”的理解

加芬克尔在“结构”问题上的立场深深影响到其他本土方法学家，但部分源于加芬克尔本人的

反理论倾向，其“形式结构”概念并未成为学派的规范用语，其他本土方法学家在理解和使用“结

构”一词时仍呈现出很大的任意性。在加芬克尔之外，至少还可以辨识出两种对“结构”的不同理

解和使用方式。
第一种见于希尔伯特( Hilbert) ，明确主张本土方法学不应该也不必要有“结构”概念。希尔伯

特认为，主流社会学视为“结构”的东西，无论是像阶级这样的“宏观结构”，还是像性别认同这样的
“微观结构”，都应该是被研究的论题( topic) ，而不是解释的前提或资源( resource) ; 二者都是由“实

践”或“本土方法”所建构的( Hilbert，1990: 795) 。这种观点在实质上延续自加芬克尔。但希尔伯

特进一步认为，“本土方法”尽管由个人体现，却是一种外在于个人并对个人施加制约作用的因素，

也因此是一种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 Hilbert，1990: 796 ) 。这意味着希尔伯特在否定传统
“结构”概念的同时又将“社会事实”这一“结构”的近义词引入进来; 同时，这种立场和加芬克尔在
《本土方法学纲领》中致力于“解构”“社会事实”的做法也大相径庭。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说，在实

际立场上，希尔伯特试图融合加芬克尔的形式结构观与传统的物化结构观，但在用语上，依然是用

主流社会学的方式理解“结构”一词。
第二种理解见于波勒纳( Pollner) ，主张本土方法学实际秉承着一种“亚结构”意识。波勒纳看

到了加芬克尔在《本土方法学研究》中对“实践”或“本土方法”的二重界定，但他的关注重点是其中

的“假定”部分: 行动的“假定”本身就是一种“亚结构”( Pollner，1991: 371) 。之所以是“亚结构”，也
是参照和相对于主流社会学的物化结构而言的:“假定”像帕森斯所理解的价值规范一样主导着实

践的方向，但其本身却是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主观设定。可以说，波勒纳在继承加芬克尔思想的

同时，在用语上保留了主流社会学在“结构”一词上的实质内涵。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波勒纳对“亚

结构”的强调留下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亚结构”的起源，该问题直接关涉到社会本体论上的个

人 －社会关系，下文讨论也将重点围绕此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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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土方法学结构观的意义与影响

尽管存在传统社会结构观的残留( 如希尔伯特) ，本土方法学还是开辟了对结构问题的新理解。
在这种新理解中，结构要么是一种形式层面的特征( 加芬克尔) ，要么在实质意义上是一种存在于行

动者主观层面的“亚结构”。二者都不同于传统的以“社会事实”理论为代表的物化结构观。
这种新的结构观特别是“亚结构”概念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吉登斯等新综合理论家改造传

统社会本体论的重要思想基石。在吉登斯那里，“结构”已非外在之物，而是作为“记忆痕迹”存在

于行动者的意识系统中，同时构成行动的中介和结果。在布迪厄那里，“惯习”同样是一种身体化的

结构。不过，也正是这种思想关联造成了本土方法学是社会学思想史上的过渡学派的印象。
但必须要看到的是，吉登斯和布迪厄等人接受本土方法学的新结构观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以保

留物化结构观为根本前提。
在吉登斯那里，这一前提表现在，默认存在“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且为了研究后者，在必

要的时候可以“悬置”行动本身:“只要我们认识到，所谓集中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只不过

是将受到反思性监控的社会行为悬搁起来( 即暂时中止考虑) ，那么这种‘集中研究’就不失为一种

正确有效的步骤……”( 吉登斯，1998: 96) 。作为对比，在胡塞尔、舒茨和加芬克尔那里，“还原”或
“悬置”的对象无一不是物化的“结构”，经过“还原”处理得到的结论则是“纯粹意识”“自然态度”
或者“实践”。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说明实际是一种意义重大的倒转。正是基于此，吉登斯才能在

吸收本土方法学的同时，接续社会学的传统，建构有关现代性的宏大“事实”理论。
在布迪厄那里，情况更为清楚。“惯习”总是与“场域”相伴的，后者在本体论上要优先于前者

( 布迪厄、华康德，1998: 172、181) 。“惯习”概念所体现出的新结构观不过成为物化结构观和社会

决定论的一个补充，这种处理方式和帕森斯的价值规范内化理论本质上并无二致。
那么，关键问题就在于，本土方法学那里的“亚结构”即实践中的“假定”从何而来。如果这种

“亚结构”归根结底还是起源于外在物化结构( 布迪厄) 或者可以被化约为一种外在结构( 吉登斯) ，

那么吉登斯和布迪厄的保守立场就是合理的，并且本土方法学最终也不过是主流社会学的一个补

充。对主流社会学来说，“亚结构”与物化结构的关联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然而，在本土方法学那

里，“亚结构”的起源问题并未被如此断言。这涉及到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本体论维度，即个人 －社会

关系。

三、加芬克尔的个人 －社会观

( 一) 主体间性的达成: 共识路径、互动路径与个人路径

再次回到著名的夫妇谈话实验。加芬克尔不仅在这个实验中提出了“操作结构”概念，而且更

通过这一实验表达了对社会、互动和个人三者关系的不同理解。
这一实验的主题是探讨“共同理解”的本质。加芬克尔让学生首先遵从帕森斯式的解释路径，

即通过价值规范内化方式解释共同理解的可能性。按此思路，谈话双方之所以能够顺利交流，是因

为预先分享了某些外在价值规范或者信息，因此，只要努力挖掘，作为第三方的观察者必然能够将

这些预先的“共识”揭示出来。但实验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表达的无限索引性，

每一次对“共识”的揭示都会引发更为基础的、需要进一步揭示的“共识”，而作为逻辑起点的“共

识”始终是不可得的。既然如此，那共同理解何以可能?

加芬克尔继而提出了第二种解释思路，即以对谈话方法的观察代替对谈话内容的挖掘，“辨别

一个人说话的意义仅在于也完全在于辨别他说话的方法，在于辨别( 对方———笔者所加) 看他说话

的方法”( Garfinkel，1984: 29) 。如前所述，这种谈话方法实际上遵循着一种“操作结构”: 双方互相

假定对方都遵循某种谈话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动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对对方的谈话进行补充和赋予

意义，并通过表达进行验证和调整。如果说存在某种作为起点的“共识”的话，那就是双方都会假定

对方是理性的或者说对方会遵循这个场合下“恰当”的规则( Garfinkel，1984: 30 ) ———当然，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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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内容取决于每个谈话者本人的理解。这意味着互动并不以任何一种主流社会学意义上的

实质“共识”为起点。但这不妨碍互动能够有序地进行，并且互动双方都认为“理解”了对方。
对本土方法学来说，帕森斯意义上作为社会存在的价值规范是要首先放到括号里的，经验研究

所能看到的只是行动者对这种“社会存在”的“假定”以及在这种假定基础上进行的不间断的试错

过程。本土方法学这一立场的基础实际是舒茨所论及的个体意识系统的封闭性: 我无法进入对方

的意识流，否则“你我就是同一个人”( 舒兹，1991: 122) 。个人意识的封闭性决定了所谓的“共同理

解”即主体间性的实现本质上是个人的自我判断，并且始终是暂时的，随时有遇到反面证据的可能。
以“共识”形态存在的“社会”不仅被剥夺了解释者的位置，甚至其存在也成为可疑的，或者说，如果
“共识”意义上的“社会”能够存在，也只能出现在行动者对互动过程的事后“说明”中( Garfinkel，
1984: 6 － 7) 。

如果仅就上述讨论就得出本土方法学是一种本体论个人主义仍旧是草率的，因为对这一实验

仍然可以有一种互动本体论的解读。这一立场的代表是埃利亚斯的个人与社会交织论以及米德所

开创的符号互动论。以此立场看来，谈话者所得到的意义由互动过程决定并随着后者改变而改变。
尽管以“互动”取代了传统的“结构”，这一立场仍然试图为意义找到一个外在的和集体的依据，并

坚决否定个人可以成为意义之源。埃利亚斯( 2006: 46) 认为，不能从单个的个体出发去理解个体之

间的联系的构造……而是相反……必须从个体之间的联系的构造出发，去理解单个个人的“心智”
构造。米德( 2008: 6、43) 也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合理路径是从群体整体出发分析个人，而不是反之;

意义来自于互动，意义先于个人的自我意识; 语言作为社会决定的符号其对所有成员具有相同的意

义。加芬克尔则坚持互动本身可以被化约为个人的猜想和试错过程，并且意义的共同性并没有任

何超越个人的保证: 他人的确能够提供反馈，但对这种反馈的解释最终是由行动者个人完成的，并

且始终存在“误读”和被证伪的可能; 所谓“共识”或“相同理解”只能是行动者对自己所持理解和他

人相同的一种“信任”或“期待”，而不是可以由互动本身决定的客观存在。站在本土方法学的立

场，互动本体论尽管也试图超越物化社会结构观，却仍在延续后者的逻辑。本土方法学一度曾被看

作符号互动论的分支，但二者的区别在此可见一斑。

( 二) “假定”的起源或者规则问题

对上述讨论的一个可能质疑是，夫妇谈话实验选择的是一个随意的场景，即这里不存在明确的

规则，特别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规则。在有明确规则的前提下，规则能否决定行动者的“假定”或者

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予以限定呢? 这一质疑的实质是规则所代表的社会结构与实践中“假定”的关系

问题。
以下棋为例，加芬克尔( Garfinkel，1963) 探讨了“规则”在实践中的贯彻问题。加芬克尔发现，

游戏规则是通过转化成游戏者的“基本期待”———同时也是对对方的“信任”———的方式来产生作

用的。当实验者故意违反规则时，被试一方的反应是不同的: 有人坚持对规则的已有理解，从而感

到恼怒; 有人则把实验者的行为当作玩笑，从而重新理解棋局的意义。这种“破坏试验”已经隐约揭

示出，规则的效力取决于行动者对贯彻规则时的“背景”或者“语境”的判定，而这是规则本身无法

决定的。
在《本土方法学研究》中，加芬克尔将研究指向了被认为最具严格性的科学活动。他发现，在对

调查资料的编码活动中，编码并非机械的应用编码规则，而是需要大量的“额外操作”( ad hocing) ，
即编码员需要主观判定某一资料在编码指南上的意义; 而有意思的是，编码员进行这种判定的依据

是自己对研究对象的某种预判。从而，本来应由编码和研究本身来发现的结论却成为编码和研究

得以进行的前提，即被解释物变成了解释物，形成了某种循环论证( Garfinkel，1984: 22 － 24) 。
上述两个案例可以表明，在本土方法学看来，即使存在明确而客观的“规则”，这种规则也无法

自然地转化成行动者在实践中的“假定”，从而解决行动的定向和双重偶然性问题。“假定”的形成

作为实践过程的一部分，和“策略”一样都是行动者自己的创造或“成就”。

87



本土方法学的本体论及对社会学的意义

割断“规则”与“假定”之间的自然联系意味着本土方法学恢复了被主流社会学特别是帕森斯

价值内化理论轻易打发或掩盖的复杂问题，更进一步说则是本体论逻辑从以社会为核心转向以个

人为核心。这里也可以看到加芬克尔对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吸收。① 这一立场赋予了实践者必

然的自决地位，并与社会学奠基时期齐美尔笔下永远不可能被社会完全吞噬的个体遥相呼应。
那么，能否推出本土方法学是彻底的反规则和反结构，主张“正式规则无用论”呢? 如果是，本

土方法学该如何解释现代社会以法律为代表的正式规则越来越多这一现象? 从上文讨论中可以看

到，本土方法学已经从本体论上排除了传统的“结构”和“正式规则”的解释力，但同时加芬克尔还

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规则”尽管不能决定行动过程，却可以被行动者用来作为“说明”
自己行动的借口( Garfinkel，1984: 6 － 7) 。维德尔( Wieder，1974) 对“罪犯守则”( convict code) 的研

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即使现代社会越来越充满正式规则，在本土方法学看来，可能的

解释并不是现代社会秩序依靠规则得以可能，而是在现代社会行动者之间需要进行彼此说明的情

境越来越多，甚至是跨越时空的说明。②

但上述论述仍然面对疑似反面证据带来的挑战: 如有研究者( 袁同凯、袁兆宇，2016) 认为，本土

方法学对“成员”概念的使用足以证明其并非一种个人主义或主体哲学，而是在本体论上与主流社

会学保持着一致。

( 三) “成员”概念再解读

加芬克尔在《本土方法学研究》的一个脚注中表示，“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严格地遵从帕森斯的

意思”，并且具体解释到，“成员”即“集体成员”( collectivity member) 的简称，成为一名合格“成员”
的关键是对日常生活抱有与他人相同的“背景期待”或“对社会结构的常识知识”( Garfinkel，1984:
57) 。的确，加芬克尔这里所说的“结构”并非其在本书其他地方重点论述的“形式结构”，而是沿用

了帕森斯对结构的理解。
据此似乎非常容易得出结论，加芬克尔继承了帕森斯的价值内化理论以及主流社会学的社会

实在论。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加芬克尔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开始明确主张本土方法学与主流社会

学的对立的，在此之前，包括在成名的《本土方法学研究》中，他对帕森斯和主流社会学的态度是暧

昧或游移不定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批判主流社会学把行动者变成了“判断呆子”( Garfinkel，
1984: 66 － 67) ，另一方面却又对帕森斯理论的穿透力表示欣赏( Garfinkel，1984: ix) 。对“成员”概
念的这种借用和说明的确表明加芬克尔在向帕森斯理论“示好”，但不可忽视的是，此时加芬克尔对

后者的批判态度以及之后立场的激进化。
更重要的是，即使承认这种“示好”，我们也可以发现，加芬克尔在不经意间实现了对帕森斯本

体论和问题意识的改换。在帕森斯那里，价值规范系统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样由价值内化而形成的
“背景期待”也是一种客观的标准和要求，是社会学家可以观察和推测的。但在加芬克尔的表述中，

合格“成员”所要达到的背景期待的一致性却并非如此。加芬克尔借用舒茨的理论指出，这种背景

期待的一致性首先是行动者个人的一种三重假定: 自己作出某种假定，自己假定他人也作出相同假

定，自己假定像他对他人作出假定一样他人也对自己持有相同的假定。假定之后则是证明: 行动者

要向作为见证者( witness) 的他人展示自己对事件的理解和他们一致，而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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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维氏指出，词的意义是由它的全部使用来决定的; 规则无法预先规定在具体场景的每一点上实践者该如何

行动，反而是，“公式被意指的方式决定了要采取的步骤”( 维特根斯坦，2007: 139、186、190) 。
由此可以归纳出本土方法学对人性内在张力的揭示，即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情境下，但却都要为这一具

体过程披上一种“结构”或“规则”的外衣。波勒纳( Pollner，1987) 后来把这一特征称为“世俗理性”。但无论加芬

克尔、维德尔还是波勒纳都没有提供对这种“结构”或“规则”倾向的最终解释。吉登斯后来从心理学那里借用“本

体性安全”概念算是把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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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finkel，1984: 55) 。而“根据定义，对假定的每一方面，意外总是可能的”( Garfinkel，1984: 57) 。
在上述意义上，一个有能力的或者真正的( bona － fide) 成员本质上是一个对自己的假定持有信心的

行动者，而非研究者可以依据某种外在规范加以评判的。“破坏实验”正是证明，成员的这种自信很

容易被他人的反应所破坏，并进入混乱和再恢复过程。这表明，加芬克尔的“成员”概念虽然来自帕

森斯，但在实际理解上遵循的已经不是价值内化的路子，而是现象学式的思维。二者最直接的区别

在于，在成员是否有能力或者合格的问题，前者持“客位”，而后者持“主位”立场。这也符合加芬克

尔提出的“本土方法学无涉”原则。
这种判断引发的一个疑问是，加芬克尔为什么不直接用“行动者”一词，而一直使用极易引发相

反理解的“成员”一词，而且直到其学术生涯晚期仍然如此? 对此，笔者认为或许有两种不同的解

释。一是加芬克尔对“成员”一词的借用虽然发生在其思想没有定型时期，但在本土方法学内部客

观上形成了一种习惯和传统，因而得以延续; 二是出于对主流社会学的不满，加芬克尔一直强调研

究论题和资源的区分———前者是解释的对象，后者是解释的依据，并认为主流社会学往往错把论题

当作资源。由此可以推测，在去除了其实在论内涵后，“成员”概念虽然已不再是一种解释的资源，

但却仍然指示着一个研究的论题，即“成员”是如何可能的，而这一论题正是对本土方法学问题意识

的另一种概括。由此，“成员方法”也已不再是“社会结构被内化和贯彻”的方法，而是“行动者对结

构作出当下判断并据此行动和互动”的方法。

四、本土方法学个人主义立场的现象学渊源

以上讨论的初步结论可以概括如下: 本土方法学提出了以“形式结构”或“亚结构”为内涵的新

结构观，而这种新结构观进一步从属于一种彻底的个人主义本体论。
这一初步结论虽然不同于国内学界的主流看法，但却并非没有外部证据。事实上，一些主流社

会学理论家早已在批判意义上得出了与本文相似的结论。亚历山大( 2000: 202 － 203) 认为，从《本

土方法学研究》开始，加芬克尔就逐渐放弃了早期从帕森斯那里继承的综合倾向而转向个人主义;

他把这种转变的原因归结为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吸引青年学生的需要。布迪厄
( 布迪厄、华康德，1998: 104) 在评论本土方法学时，既赞赏后者在主体性层面进行的分析，又批评后

者是“严格的现象学的方式”思维，完全忽视了主观态度的来源即外在的权力结构问题。盖尔纳
( Gellner，1975) 则更为深刻地指出，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学是华生的行为主义的反转，是贝克莱、
胡塞尔的“内在”解释潮流或者说是唯心主义传统的延续，也是美国战后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所造

就的主体性崇拜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判者尽管坚决拒斥个人主义，却几乎不去论证为何

个人主义或者主体哲学在社会学上是一种“错误”。这种自明态度恰恰反映了社会实在论在社会学

上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学科无意识，更突显出本土方法学的个人主义和反社会实在论立场的

颠覆性。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在社会实在论的强大传统中，本土方法学的个人主义从何而来? 这一问

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加芬克尔个人的思想经历有关。事实上，加芬克尔虽然极为反对其学生进行纯

理论研究，但其本人却极为重视对已有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吸收，帕森斯、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及现象

学都在其阅读之列，尤其是后者( Liberman，2013: 4) 。在很大程度上，加芬克尔的个人主义立场正

是胡塞尔早期“唯我论”立场修正和演化的结果。
加芬克尔在《本土方法学研究》时期就把胡塞尔列为最主要的思想来源之一，但根据胡塞尔的

最初设想，现象学的本体论是“唯我论”而不是个人主义。根据严格的逻辑主义原则，胡塞尔认为所

有的实在论观念( 当然也包括社会实在论) 都是要被悬置的，而最终得到的结论是，只有“纯粹自我

和纯粹意识”才是知识不可动摇的基础。然而，这种“唯我论”立场与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所有社会

科学的存在前提———他人的实存———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当胡塞尔试图从“唯我论”立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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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推导出他人的实存从而为社会科学提供哲学基础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① 为了解决这一矛

盾，胡塞尔在后期的生活世界理论中放弃了早期的严格逻辑主义，把他人实存和主体间性视为社会

成员的一种“自然态度”; 对这种自然态度的立场不再是怀疑和悬置，而是承认和描述。在这种自我

修正中已经暗含了从“唯我论”向个人主义的关键过渡。
舒茨将胡塞尔的后期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一套基于个人意识封闭性的实用主义主体

间性理论，并在流亡美国后通过与加芬克尔的交往对后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舒茨明确表示，他吸

收的是胡塞尔的后期思想即“自然态度的构成现象学”，而不是早期的先验现象学( Schutz，1962:
149) 。“自然态度的构成现象学”在本体论上被舒茨阐发为一种有限度的不可知论( Heritage，1984:
60) ，即在承认他人实存的同时，又坚持个体之间意识的封闭性( 舒兹，1991: 122) 。这是一种介于唯

我论与社会实在论之间的立场，实质即个人主义。这种本体论不仅用于说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

普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也适用于对社会学家与其研究对象关系的说明。基于这种个人主义，

舒茨认为主体间性问题是行动者之间通过实用主义方式解决的。这种解决方式主要包括“手头的

库存知识”( 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 ) 和“普遍的交互视角命题”( general thesis of reciprocal
perspectives) 两部分。前者指行动者总是倾向将一个新的对象归入某种他已熟悉的类别———这种

归类尽管未必是永远有效的，但足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后者则是说，行动者相信他们的视角如

果互换，看到的东西将会一样，并且视角的差异对达成实践目标并不产生影响。
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学实际是对胡塞尔后期思想和舒茨理论的一种经验性应用。和二者一

样，加芬克尔首先悬置了社会实在作为解释性因素的位置，而只承认行动者个体，并且是意识封闭

的个体。沿着舒茨的实用主义主体间性理论，加芬克尔继续追问: 行动者如何利用“手头库存知识”
形成具体的行动“假定”? 如何贯彻这种“假定”，特别是在“交互视角命题”遭遇挑战的情况下? 这

些追问凝聚成本土方法学的“实践”理论和对“成员方法”的关注，并在经验研究上实现了社会学研

究主题的无限扩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舒茨那里，不可知论与追求普遍解释力的自然态度理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矛

盾，这反映出与“唯我论”背后的严格逻辑主义相比，后期胡塞尔和舒茨理论具有不彻底性或者朴素

性。这种朴素性也延续至本土方法学。正如哈贝马斯( 2004: 124 ) 敏锐发现的，本土方法学的激进

反思立场会让其本身陷入自我指涉悖论从而瓦解自身的有效性。为此，持“左倾”立场的本土方法

学家如波勒纳认为，该学派只能坚持其激进反思的立场，不间断地进行自我革命( Pollner，1991) 。

五、本土方法学对社会学的意义

如果说社会实在论构成了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形而上学基础乃至合法性依据，那么本土方法学

毫无疑问可以被称为一种“反社会学”，其在社会学上的长期边缘地位或多或少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依旧能够获得生存空间这一点也同时证明，该学派有自身的合理性与价值所在。然而该学派

对社会学的意义并不仅限于甚至主要不在于为新综合理论提供思想准备。如上文所论证的，和主

流社会学从社会到个人的本体论逻辑相比，本土方法学从个人到社会的推演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思

想范式，当代新综合理论无法完全接纳这种范式。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范式虽然在德国理论家如

齐美尔和滕尼斯那里有所萌芽，却只有到本土方法学这里才发展成为一种能够与主流社会学相抗

衡的独立经验研究学派。基于这种定位，可以重新审视本土方法学对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意义。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本土方法学与主流社会学之间呈现出了三种可能的关系。
其一，主流社会学尝试吸收和同化本土方法学。这以吉登斯等新综合理论家为代表，并且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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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推导使用了“同感”等外加概念( 胡塞尔，1997: 884 － 933) ，严格说来并非从“自我”出发的逻辑演绎，

而是对普通人现实心理经验的承认和描述，即违背了逻辑主义原则，没有避免朴素性，或者说“证明了过多的东西”
( 施皮格伯格，1995: 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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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大陆社会学界对本土方法学的理解。如前所述，这种吸收是以保留社会实在论为自明前提的。
该类研究者虽然对本土方法学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和同情，但并未看到本土方法学与主流社会学之

间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具有的意义。本土方法学在新综合理论时代仍固守其宗派性的事实表明了

其对这种单方面热情的冷漠态度。
其二，本土方法学尝试取代主流社会学。加芬克尔宣称本土方法学与主流社会学是两种不可

通约的秩序观，将主流社会学视为和普通人立场一样的“朴素”知识观以及晚期著作中对涂尔干名

言的解构，都体现了这一企图。但事实是，尽管本土方法学对主流社会学朴素性的批判并非不无道

理甚至是振聋发聩，主流社会学的主导地位却并没有动摇。这一事实也足以引发本土方法学家和

研究者的反思: 为何主流社会学具有如此大的朴素性却仍然屹立不倒? 本土方法学的反思性更强

却为何不能成为社会学的主流?

其三，本土方法学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及对主流社会学的批判，但同时依附和服务于后者。这

种看似矛盾的立场体现在林奇( Lynch，2010: 57) 的下述论断中:“在一定意义上，本土方法学是社

会学宿主学科的一个寄生物，但是不同于只向它的宿主产生一种无生命的空壳的寄生物，本土方法

学尝试重新赋予那些无生命的表现以活力———这些无生命的表现源于一种对其自身‘生命’生产的

形式化分析。”林奇认为，一方面，本土方法学与主流社会学在本体论上是不可调和的，前者始终对

后者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观”进行批判，但另一方面，这种批判并没有颠覆后者而是重新赋予

了后者以活力。
笔者认为，林奇所提出的第三种关系模式正是对本土方法学意义的恰当定位。
首先要承认的是，社会实在论及其变种在社会学上的主导地位有其背后的合理性。在本土方

法学看来，主流社会学和普通人的日常观念具有同样的朴素性———用舒茨的话说，即主流社会学属

于“一阶构造”，而现象学社会学和本土方法学属于“二阶构造”，但需要强调的是，正是这种朴素性

和“一阶构造”构成了社会学的合法性基础。从社会学的起源来看，面对社会问题、经世致用是外界

对于社会学的期待。这要求社会学不得不与其研究对象具有相似的问题意识以及相同的本体论假

定，舍此则无社会学。
但同样要看到的是，即使是必要的，朴素性的思维方式也必然有其风险。主流社会学预设的社

会实在其实并不具有被假定的那种自然性和客观性。现象学称这种实在论信念为“自然态度”，而
本土方法学则具体揭示出这些自然性和客观性是如何被人为构造出来的。事实证明，现象学和本

土方法学虽然不能动摇社会实在论的主导地位，但却可以提供持续的批判，以使后者保持对自身知

识生产所蕴含风险的警醒———在这个意义上，本土方法学类似社会学这一机体上的“牛虻”。这正

是本土方法学虽然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却始终不能被主流社会学完全忽视的根本原因。
由上也可以推想，社会学理论的理想状态并不是在本体论上———尤其是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

题上———达成完全的统一，而是保持两种或更多不同立场之间的张力和制衡。但作为前提，这需要

保证不同立场尤其是弱势一方的生存空间，而包括新综合趋势在内的种种统一运动很可能事与愿

违地造成了对非主流立场的误读、扭曲和压制，并影响到社会学的整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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